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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乐舞研究述评 

胥必海1 

历史上，由于“巴”这一概念较为复杂的内涵和外延，导致学界对于巴人的起源众说纷纭
①
。与之相对应，对于巴文化的源

流也有多种观点
②2
。当下学界较为认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巴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巴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开始多元共生，巴文化区的地域构架同时基本稳定下来
〔1〕

；秦灭巴之后，巴国

之祀并没有灭绝；在巴灭于楚，巴地成为楚地之后，仍保留了巴王族的遗风，巴国王族的文化在其灭国后仍以各种形式顽强地

保存下来，未为楚所改变。
〔2〕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政权的交叠，巴文化的发展必然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文化自身

强大的生命力，注定巴文化不可能会像轰然倒下的巴政权一般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必然会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延续。 

作为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国乐舞经过千百年的流变形成了诸多流派和各种艺术形式。这既是一代代巴地儿女们在认

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巴地儿女对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回归

自我过程的高度总结。作为上古文化遗存，乐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对包括巴

国乐舞在内的古乐舞进行系统研究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立足于

文化学、或立足于人类学，或从史学角度、或从交叉学科，等等，既有以文史典籍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也有以田野科学发掘的

文物考古资料为基础开展的实证研究，可谓视角各异、方法各异、型态各异，充分彰显了对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本文拟从立足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以及立足文物考古的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近年来该领域的学术

研究成果做一系统梳理。 

一、基于文化学视野的巴文化研究 

研究巴国乐舞必然要对巴文化、巴族的历史源头进行考辨，因为乐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应该与人类社会本身同步前行。

乐舞得以生发的社会语境，也可以反映乐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特征。是以，对巴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关于

此议题，学界较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
①
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的《巴蜀文化初论》，

文章主要围绕“古代四川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况”“蜀的历史”“巴地所在及其历史”“船棺葬与巴族的关系”“巴族与錞于铜

鼓的关系”“巴文与么些
②3
象形文字的关系”等六个方面展开。尤值一提的是，该文对作为乐器的与船棺葬中随葬品铜器文字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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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胥必海，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成都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6。 

2
 ① 如有关巴义就存在着“巴为蛇称说”“巴为草名说”“因水为名说”等不同的解说，此外还有“坝称”“鱼称”等其他一

些不同看法。 

② 现有文献资料研究一般认为巴文化有“巴国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三个不尽相同的概念。 

3
 ①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

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以后更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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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的錞于的流变进行了简释，文章指出，“錞于和铜鼓是同一部族先后使用的乐器。因此也就可以证明铜鼓是由錞于发展

演化而成”
〔3〕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铜钹、铜锣等铜器与錞于以及铜鼓的承继关系进行了疏证，这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巴国乐舞

历史流变过程中“乐器”的承袭有重要的研究导向意义。 

立足文化学的研究视域对巴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另一篇代表文章是李安民发表于《四川文物》2007 年第 5 期的《巴蜀文化

结构初论——巴蜀文化的文化学研究》，该文采用文化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将巴蜀文化的结构要素和构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对不同时期的文化结构要素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巴蜀文化结构模式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异质文化相结触的影响关系巨大的

研究结论。针对巴文化的结构要素，文章从“早期巴文化”“春秋时期的巴文化”“战国时期的巴文化”
〔4〕

三个不同时期巴文

化的发展特点进行了递进阐释，对我们了解巴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接触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巴人的起源未有定论，是以，对巴族族源进行考证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

有庄燕和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的《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文章对巴人的起源等古

代巴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湖北清江巴人只是巴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巴人最远古的祖先。殷、州时

期川陕交界地域内的彭人就是巴人，但绝不是从清江流域迁去的。”
〔5〕

除此以外，对诸如“殷、周时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巴

方’是否就是巴人最古老的祖先”等问题，因缺乏足够的论据支撑，文章并未有定论，而是留待后续研究完成。杨华发表于《三

峡学刊》（四川三峡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3合期的《巴族之族源考》，文章从“巴族之‘巴’字的涵义”“巴族与

传说时期伏羲、女娲的关系”“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较为全面阐释论证了巴族的起源问题，尤值一提的是，

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考古发现角度对巴文化的起源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自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少专

家和学者针对巴族起源的的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尤其是自改革开放10余年来，“鄂西地区与川西

平原以及汉水上游的陕南城固一代等地的考古发掘，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巴族族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同时也

为我们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6〕

。作为前述议题的承继，还有田敏发表于《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的《先秦巴族族源综论》。

该文在综合辩证历年来各家对先秦巴族族源问题的不同看法的基础上，根据春秋中叶以前巴族诸活动史迹的考证，论证了巴族

应起源于汉水上中游的观点。 

此外，还有方铁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的《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一文，则立足于前人对蜀族、巴

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以及蜀、巴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这一现状，对此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发。 

二、对巴国代表性乐舞的研究 

巴国乐舞作为巴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对巴国、巴人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将巴国乐舞纳入巴文化，从文化学、

历史学、音乐学的视野进行整体考察，是这类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在这类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一个

极具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展开，即“巴渝舞”。作为巴渝地区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巴渝舞在《华阳国志·巴志》《后汉书·南

蛮西南夷列传》《晋书·乐志》等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围绕巴渝舞的名称、起源、表演内容、

表演形式等诸多特征逐渐开始了研究讨论。具体而言，此类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有： 

董其祥发表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的《巴渝舞源流考》，该文作者立足文献考古资料，探究

                                                                                                                                                                                              

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徐先生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

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应中英庚款与四川大学的协聘，来到四川大学历史系，除短期

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 

② 原文如此，疑为“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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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渝舞的来源，简释了巴渝舞的艺术特点。文章指出，巴渝舞是一种集体表演的武舞，主要用鼓做伴奏乐器。随着时间的推

移，当宫廷的巴渝舞日趋衰落之时，民间的巴渝舞却以旺盛的生命力蜕变而成各种表演形式和诸多流派，僚人铜鼓图案中出现

的“羽人舞”、江南地区的“盾牌舞”、湘西土家族的“摆手舞”、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蹄舞”等在后世流行于西南地区的民

间舞蹈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段绪光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 4年第 4期的《巴渝舞的源和流》一文对

此议题也进行了探讨。该文对巴渝舞进行了历史追溯，并探析了其流布情况。但文章对此二问题着墨不多，文章重点论述的是

巴渝舞与摆手舞的关系。文章通过分析研究，得出巴渝舞是古代巴人的一种主要用于战事的独特舞蹈的结论，这一点与董其祥

一文一致。在关于巴渝舞的流变上，该文指出，在汉高祖定三秦之后，“巴渝舞分作两支，一支在宫廷发展成为大雅之舞，至

宋朝时被废；一支在民间广泛流传，唐宋以后日益演变为土家的摆手舞”
〔7〕

。 

其后学界关于此议题的有关成果，大多系前述选题的补充扩展，有创建的并不多。如张世炯发表于《民族艺术》1986 年第

2期的《简述土家族歌舞撒尔嗬与摆手舞、巴渝舞和楚文化的关系》、季智慧发表于《文史杂志》1988年第 6期的《巴渝舞·踏

碛·竹枝——巴蜀传统文化系列研究之二》、彭武一发表于《民族论坛》1990 年第 1 期的《摆手舞与巴渝舞》、邓廷良发表于

《东南文化》1992年第 6期的《巴渝舞考》、杨先国发表于《民族艺术》1993年第 1期的《“巴渝”及“巴渝舞”小议》、杨

先国发表于《民族艺术》1993 年第 3 期的《再议巴渝舞》、陈廷亮、黄建新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4期的《摆手舞非巴渝舞论——土家族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系列研究之五》、赵玲发表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

第 1 期的《古乐的沉浮——试论宫廷巴渝舞的传承与发展》等等。上述学者的研究仅涉及巴方乐舞的滥觞和流变的某一方面，

较为单一，缺乏对巴方乐舞这一独特音乐艺术形态的整体观照和纵深研究。 

在这些新近的研究成果中，胥必海发表于《四川戏剧》2015年第11期的《巴国乐舞综说——从巴文化到巴国乐舞文化》一

文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从古典文献中去寻求研究的论据支撑，且大多研究视

角仅聚焦于巴渝舞本身，对其赖以生发的文化语境涉及不多。在《巴国乐舞综说——从巴文化到巴国乐舞文化》中，作者采用

了一种“文化中的乐舞-乐舞中的文化”的研究范式，首先探析了巴国乐舞赖以生发的巴文化，进而在巴文化的独特语境中，去

探析巴国乐舞的文化特质。如此一来，巴国乐舞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而成为整个巴文化这一体系中关键的一环。 

三、图像学视野下的巴国乐舞研究 

在以巴国乐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中，利用考古学研究方法，以田野科学发掘的文物资料为基础，借助生动形象的乐舞

图像开展实证研究，较之以文史典籍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前者的研究范式更具直观性及可信度。作为音乐历史学的分支，音乐

图像学
①4
“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阐释学”的性质

〔8〕
。经过 190 0-1966 年的酝酿期

〔9〕
、1966-1976

年的萧条期
〔10〕

之后，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起，音乐图像学在中国的研究运用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是中国音乐史学界同

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乐像”资料之上，并推出了一批至今影响力不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国外音乐图像学的引进，促

使中国音乐史学界之同人开始自觉地站在音乐图像学的立场上来反观、回顾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结、评价自己的实践经验，认

识了解自己的长处所在
〔11〕

。在此背景下，一大批有关音乐图像学方法理论介绍研究、有关音乐图像学之乐器考证、有关音乐图

像学之乐史研究的著述大量问世。这其中，与巴国乐舞有关的有两部重要著作：一是《巴蜀古代乐器精品图鉴》（严福昌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一是《巴蜀古代乐舞戏曲图像》（严福昌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巴蜀古代乐器精品图鉴》全书分为综述和图版两个部分。其中，综述按“八音”法分类，以历史朝代为序，少数民族乐

                                                        
4
 ① 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graphy）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初在德国诞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与乐器史的研

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对音乐图像学有着最为浓厚兴趣的，往往是乐器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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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列单节分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巴蜀古代乐器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分布情况，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器物的来源、收藏、形制、纹

饰、测音结果、音乐性能等。图版选择了具有典型特征的 10 0 余件古代巴蜀乐器精品分类编印。
〔12〕

《巴蜀古代乐舞戏曲图像》

全书精选古代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图像 150 余幅，与《巴蜀古代乐器精品图鉴》相同，该书仍以历史朝代为序，简明扼

要地介绍了巴蜀说唱、音乐舞蹈戏曲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较系统的介绍了巴蜀古代表演艺术的发展历史和特征。
〔13〕

 

在这两部著作中，编者均用较大篇幅对巴国乐舞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如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各样的铜牌形响器，

是我国青铜乐器中罕见的精品；其中还有一件表现“祭祀”场景的列舞图边璋。再如在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石，其

中有许多是汉代乐舞的精湛雕绘图像，如成都东乡青杠坡鼓吹画像砖、成都羊子山鼓吹画像砖、彭县巾舞画像砖、彭山西王母

神兽乐舞画像砖等等。巴蜀汉代画像砖石上的舞蹈图像雕刻细腻传神、舞姿优美，动感强，写实性强，或由乐伎、歌伎伴舞，

或与百戏同台
〔14〕

。 

除了乐舞，还有乐器。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时期晏饮武舞图铜壶上，刻有2人击编钟，2人击编磬，2人吹笙，2人吹排

箫，1人击建鼓、丁宁，7人作舞的乐舞图。尽管尚不能证明这是否已组成一支钟磬乐队，但此图却证明了战国时期，四川已盛

行钟磬之乐。除了编钟、编磬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类型的青铜钟属乐器扁钟也是巴国重要的乐器之一。扁钟又称巴钟，具

有鲜明的地域性，主要出土或散藏于古代巴人聚散之地，川东各县几乎都有扁钟出土或珍藏，鄂西、湘西也是扁钟出土比较集

中的地区。现存扁钟以战国器物居多，或与錞于、钲同埋；形制介于钟、钲之间；音乐性能介于单音与双音之间，作用介于战

争和演乐之间，在我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已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15〕

类似的例证尚有很多，不再一一举证。 

时至今日，在巴地民间广泛应用的吹打乐中的传统打击乐器四大件——鼓、锣、钹、镲可谓巴人常用打击乐器錞于、铜鼓、

编钟、扁钟的遗韵，这些打击乐器，应是与“巴人重视节奏在音乐中的表现作用”分不开的。 

四、小结 

先秦以后，巴国乐舞在自身的流变进程中主动地融入了当地许多民间音乐文化元素，形成新的艺术变种，从而既有效地避

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又为新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巴方乐舞的研究，使得人们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语

境中来全面认识巴方乐舞和其流变规律及音乐的本质，纠正长期以来仅以审美作为该地乐舞价值唯一性的片面理解，建立乐舞

亦是一种文化的认识基础，从而把人类的音乐理念、行为和作品的关系提升为一种学理层面的思考方式，将人类文化活动的所

有内容都涵盖在对音乐意义的认识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民族音乐学理论界进入了一个“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方法并驾齐驱的新时期，关注文

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重视实地调查、理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趋势。是以，当下在以巴国

乐舞为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契合这一研究趋势，以巴方乐舞的物质遗存、出土文物、相关史料等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田野

考察、文献研究、实物研究等方法，采取主位-客位的观察视角，局内人-局外人的两种文化身份，宏观-客位、中观-互补、微

观-主位的研究思维，从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人的观念三个维度对巴方乐舞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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